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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诗人。戏剧和小说有很多相通的

地方。你看 2019 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就是这样，

既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这一类

的作家还比较多，萨特、加缪、

毛姆、君特·格拉斯、塞缪尔·贝

克特都是。戏剧的这种言说方式、

戏剧的凝练、生活提纯和概括能

力，我认为对于小说也是适用的。

小说虽然打开了生活的一条长河，

但也需要像戏剧一样对生活进行

高度概括，概括能力越强，小说

的容量就越丰富，干货越多。同

时我认为阅读小说对戏剧创作也

大有好处，戏剧需要对小说借鉴，

戏剧有时候提取过纯、抽取过干，

它需要稀释，需要毛茸茸的生活

质感，这就需要向小说学习。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创作

非常的认真，为写上海交大西迁西

安的舞台剧《大树西迁》，你先

后到上海交大住了 35 天，采访了

100 多个与西迁有关的人，采访录

音几十盘；为创作舞台剧《西京故

事》时，你深入生活做了大量笔记。

深入生活是不是一直是你的创作

原则？

陈彦：我到西安后写了很多戏，

这三部的生命力比较长，像《迟开

的玫瑰》推上舞台已经有 22 年了。

《大树西迁》描写的则是上海交大

西迁到西安的故事，一开始准备拍

影视剧，我去深入生活，在西安交

大 4 个半月，在上海交大外教楼还

是博士楼我住了 30 多天，采风下来

感觉影视剧都不太好弄，主要是西

迁过程中，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分

开之后，两校在认识上有许多不同

的地方，影视剧不好写，那我就先

写一个舞台剧，现在这部戏也已经

上演17年了，观众也仍然非常认可。

我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会做很多功

课。《西京故事》后来我之所以会

写成长篇小说，就是因为收集的资

料特别多，生活笔记写了很多，舞

台剧就只有两个来小时的长度，两

万多字，容纳不下，后来我就又写

了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都是因为生

活积累，觉得舞台剧展示不完，才

写成小说。像我的小说《装台》和《主

角》，都是我几十年亲历的生活，

都可以说是浸泡式的写法把它写出

来的。

要用当地的方言

《新民周刊》：《主角》动笔

最早是在 2011 年，那是你还在大剧

院的时候，当时定的名字叫《花旦》，

后来怎么改名叫《主角》的？最初

写这样一部小说是为了表现秦腔和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吗？

陈彦：一开始以“花旦”的名

字写了 5 万多字，当时我在文艺院

团当院长，觉得生活扑面而来，有

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后来我

从剧院出来后，跳出这个圈子，看

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李敬泽先生看

了我的《装台》后给了比较高的评价，

后来他说你应该写角儿，你在文艺

团体呆了这么多年不写角儿可惜了。

我说我原来写了一个，放在那了，

现在我思想清晰了，又准备写。我

觉得“花旦”更像是一个行当的叫法，

“主角”更有象征和隐喻，涵盖面

更广一些。我调到陕西行政学院之

后，有了寒暑假，时间相对宽裕一些，

我也想对自己几十年的过程特别是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回眸。

虽然不是写自己，但是很多人物的

奋斗经历、困境和突围，都有和自

己生活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的联系，

特别熟悉，所以写起来也就特别得

劲。写起来也很自然，如果一部小

说只是写一个角儿的励志故事，那

就太简单了，不是我想要写的东西，

总是想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带进来。

它对读者有带入感，而且我们也经

历了这种社会变化历程，的确心

里也有想法想表达，借这些事件、

借这些人物把它们展示出来。如

果完全正面来写改革开放是一种

方法，可是像我这样，从一个乡

村的放羊孩子一步步成长为秦腔

皇后的历程，由此牵连出来的社

会生活信息会更加丰富。它把中

国整个的乡村、县城、中等城市、

大城市乃至首都和百老汇的生活

都勾连出来了。我希望有一个博

大的气象。包括小说中涉及的乡

村的三五个演员在土台子上的表

演、几十个老太太看戏，一直到

十万观众这样的大场面，方方面

面都涉及了。我觉得还是写出了

中国社会的一种渐变，在这个渐

变过程中，人的生命、际遇的改变。

《新民周刊》：女主角的名字

叫“忆秦娥”，怎么想到用一个词

牌名来为女主角命名的？这个人物

现实中有原型吗？

陈彦：没有原型，那应该说是

多个人物的综合体。我觉得用词牌

名也比较特别，字面上看这三个字，

也有意味在其中。在历史上，李白

等诗人词人用“忆秦娥”这个词牌

名留下的词，也已成为“忆秦娥”

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主角》里面

出现了很多具有陕西特色的民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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